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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分四个历史时段对《关雎》诗旨流变与经学的历史命运之间的关联进行探析，即汉代时期、宋代至明

清时期、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世纪至今。汉代经学以师承见长，能接续孔子六经的经义，其中最著

名的是齐鲁韩三家诗承和毛、郑一家师承。在这个时期，《关雎》诗旨的经学化解读方向被确立起来，

影响深远。宋代至明清时期是经学重构时期。宋代兴起儒家义理之学，清代兴起考据之学，其诗学义理

开出新意，动摇了汉代诗学师承传统，但大体上还在经学范畴内。到了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解诗者解

读《关雎》时彻底抛弃了经学传统，新意频出。新世纪至今这个时期，出土文献是诗学研究的亮点，尤

其是对上博简《诗论》的研究。《诗论》以孔子的口吻将《关雎》诗旨解读为“以色喻于礼”，这为诗

学回归经学传统提供了一个时代契机。总的来说，《关雎》诗旨流变反映了中国文教体系变革，也反映

了经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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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ic meaning of The Guan Ju and the historical fate 
of sutra can be explored in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the Han dynasty,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epublican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new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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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dynasty scripture is distinguished by its mastery of the six scriptures of Confucius, the most 
famous of which are the three poetic schools of Qi, Lu and Han and the one of Mao and Zheng. In 
this period, the direction of the sutra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tic meaning of The Guan Ju was es-
tablished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The period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
nasties was a period of sutra reconstruction. The Song dynasty emerged from Confucianism, the 
Qing dynasty emerged from the study of textual research , the poetics of interpretation opened up 
new ideas, shaking up the Han dynasty poetics tradition, but it is still largely within the realm of 
scripture. By and large still in the scriptur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tic meaning of The Guan 
Ju. By the time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etry interpreters 
completely abandoned the tradition of sutra to interpret The Guan Ju, and new ideas emerged 
frequently. In the period from the new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xcavated documents have been the 
highlight of poetic studies,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the Poetic Treatise in the Shangbo Jian. The Poe-
tic Treatise, in the words of Confucius, interprets the poetic purpose of The Guan Ju as “a metaphor 
for ritual with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poetics to return to 
the sutra tradition. On the whole, the changing poetic meaning of The Guan Ju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China’s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as well as the fate of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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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诗经》的首篇，《关雎》起到为整部《诗经》定调的作用，解诗者对《关雎》诗旨的解读，

大体反映出他们对整部《诗经》乃至整个儒家经学系统的理解和态度。《诗》由孔子删定，但在传世文

献中并没有孔子对《诗经》首篇《关雎》诗旨的直接解读，只见总体评价：“子曰：‘《关睢》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

语·泰伯》)这为后世解诗者留下了较大空间解读《关雎》诗旨。 
在历史长河中，诗旨解读视角、解读倾向的演变存在一定规律。韩笑认为，《关雎》的阐释大致呈

现出由繁到简、由道德化到世俗化的演变趋势[1]。史培争认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始终贯穿

着两条线：一是从儒家伦理出发形成一个功用诗学的传统；一是从审美情感出发构建的审美诗学的传统

[2]。但他们对《关雎》诗旨的演变研究还有不足之处。在研究诗旨流变时，还需进一步还原真实、具体

的历史语境——《诗经》的经学性是其建构古典文教系统的根本所在。本文将《关雎》还原到经学史的

视域中，探求《关雎》诗旨流变与经学的历史命运之间的关联。 

2. 汉代经学兴起背景下的《关雎》主旨解读 

汉代“独尊儒术”，经学大兴，东汉既设“五经博士”。汉初《诗》学之兴，其传已不止一家，其

中以齐、鲁、韩三家诗先出，毛诗后出。鲁诗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轩锢，韩诗的

创始人是燕人韩婴，此三家诗属“今文经学”。毛诗晚出，创始人是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属“古文经

学”。不幸的是，齐鲁韩三家诗旨相继失而不传，唯韩诗只传《韩诗外传》。或疑《韩诗外传》只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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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并非《诗》之本意。虽有郑玄为《毛传》作《笺》，然疑之者众多。即使有缺、有疑，然而汉人

为《诗》的经学化奠定了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颇深的影响。 
先看齐鲁韩三家诗对《关雎》篇诗旨的理解。三家诗虽不传，但通过传习三家诗的后世学者之说，

大概可知齐鲁韩三家诗皆将《关雎》篇诗旨解为喻刺周康王。如鲁诗说：“周道缺，诗人本之祍席，《关

雎》作……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

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贤女以配君子。”

“昔周康王乘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之而作。”([3], p. 4)齐
诗说：“孔子论诗，以《关雎》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明之统而

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晏私

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3], p. 4)再看韩诗之说：

“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

鼓人上堂，退返晏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

刺时。”([3], p. 4-5)可见，齐鲁韩三家诗都认为作《关雎》是为了喻刺王廷内不合礼之事而作。三家诗以

《关雎》为刺诗的大致理由为：周道衰，《关雎》作。有人质疑三家诗之说，理由是：如果《关雎》属

刺诗，那么刺诗怎么能为正风之首？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刺诗也可以是正风之诗，此正是

《关雎》之妙：作诗的起因是刺康王，诗中所写的内容却是应然的夫妇之道，目的在于让喻刺对象，即

周康王看了觉得羞愧，然后退下来自省自修。《关雎》一诗在内容上表达为君子追求淑女，情深而文明，

心切而不踰矩。而从实际历史背景上看，作诗者的目的是喻刺康王失礼。这种“微谏”的方式正是诗经

温柔敦厚之处，即所谓“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因此，从齐鲁韩三家诗的解读来看，《关雎》一篇的

诗旨解读可有三个层次：一是原诗作者刺康王之时的实际历史背景；二是诗作的内容本身，即对君子、

淑女的正面描写；三是孔子将《关雎》发挥到六经的思想核心——以好色喻好礼。这三重含义足以支撑

起《关雎》作为《诗经》首篇的地位。三家诗的诗旨核心是以好色喻好礼，这种“微谏”的刺喻方式在

儒家经典中并不少见。 
我们再来看《毛诗》对《关雎》诗旨的理解。《毛诗大序》开篇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

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3], p. 5)可见，《大序》认为《关雎》主旨是赞美后妃之德。然而，

诗文本身没有并提及后妃，所以，《大序》咬定《关雎》是赞美后妃之诗是没有确定性依据的。另外，

《大序》表达了以后妃之德而正天下的意思，此说在逻辑上似有不通，于是有人反驳说，仅靠后妃有德

起不到正天下的作用。这种反驳有一定道理。再看《毛诗小序》对《关雎》诗旨的解读：“是以《关雎》

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3], p. 5)可见，毛诗将《关雎》解为一首思贤诗，此说带有较强政治意味。后世之人，有不满将诗义与

政治直接相连者，多不取毛诗之说。郑玄以毛诗为主，皆采齐鲁韩三家，作《笺》。郑玄言《关雎》主

旨：“《关雎》，言后妃之德。”([3], p. 7)“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已共己职也。”([4], p. 37)郑
玄认为《关雎》的成诗背景是后妃求贤女一起辅佐周王。从汉代所记的礼学来看，天子一娶十二女，诸

侯一娶九女，郑玄之说有明显不合古礼之处，不应取之。 
从汉代到宋代，众多注家几乎未离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之说论《关雎》主旨。如孔颖达主毛诗之说：

“《关雎》之篇，说后妃心之所系，乐得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4], p. 36)欧阳修说：“《关雎》，

周衰之作也。”([5], p. 11)太史公说：“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5], p. 11)他们的

《关雎》诗旨解读带有很强的经学意蕴，即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倾向于把《诗经》当作贯通古今、

连接天地人的通道。可见，儒家经学系统在此期间没有遭受大的变革、挫折，保持着稳定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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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代到清代的经学重构时期《关雎》主旨的解读 

到宋代时，齐鲁韩三家诗诗旨已失而不传，仅毛序尚存。朱熹不信毛序，倾向于从《诗经》文本本

身入手探求诗旨，较为重视其文学性和抒情性。朱熹对《关雎》主旨的解读有所创新，他在《诗集传》

中说：“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周之文王，生

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6], p. 2)可
见，朱熹并不认为《关雎》是刺诗，而认为它是一首赞美文王、姒氏的颂诗。朱熹的理由是：从《关雎》

的诗文本身可见作诗之人性情中正，作诗之人性情中正则隐含了后妃性情之正。但在逻辑上言，从诗之

人性情中正引出后妃的性情中正之说并不能成立，所以有不少人质疑朱熹之说。 
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对朱熹“咏大姒、文王”之说提出了质疑，他说“《小序》以为‘后

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之咏大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大姒耶？

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7], p. 71)可见，方玉润认为，没有确证能够证

明《关雎》中的君子、淑女到底指谁，但可以肯定《关雎》之正和文王之教有紧密关系。方玉润说：“此

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然非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何从得此中正平和之音也耶？”

([7], p. 71)方玉润企图回归《诗经》原文去解读诗旨，并将《关雎》之主旨解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7], p. 71)从方玉润的说法来看，虽然他对《关雎》诗旨的解读与汉代有所不同，但他也并未完全脱离诗

教与政教相合的经学传统来解读《关雎》诗旨，经学依然被当作连通天地人的通道。 
总之，宋明理学兴起之后，解诗者对汉代形成的诗旨解读传统有所质疑，开始强调回归诗文本身去

解读《关雎》诗旨。这个时期的诗旨解读对《诗经》的经学地位有所动摇，但总体上还未脱离汉代形成

的经学传统来解读《关雎》诗旨，即没有抛弃《诗经》的经学性。 

4. 近代以来，经学被解构后的《关雎》主旨解读 

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诗经》逐渐失去了作为经的地位和作用，解诗者偏好于从社

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的视野来解读《关雎》主旨。他们所取得的结论多有新解，但完全背离了《诗》

之为经的历史事实。此时的解诗者，或带有浪漫性的想象，或带有阶级斗争思想的意味。这个时期，就

《关雎》主旨研究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有：婚恋歌、求贤诗、思妇诗和三月成妇祭歌。 
追求自由解放思潮的解诗者多认为《关雎》是一首婚恋歌。如胡适认为：“《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

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人的手段。友以琴

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名时代的社会风气，并没有什么稀奇。”([8], p. 114)将《关雎》视为婚恋歌的

苗头，在宋代已见。如朱熹《诗集传》中说文王有圣德，圣女姒氏配之，其实朱熹之说已经有了婚恋歌的

意味。然而，婚恋歌一说之流行开来，则在五四之后。髙亨认为：“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

姑娘，最后和他结了婚。”([9], p. 1)郑振铎说：“明是结婚时的歌曲。”([10], p. 30)瑞典学者高本汉《诗经

注释》是较早的《诗经》海外译本，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这是一篇求爱和结婚的诗，而与‘后妃之德’

毫无关系。”[1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闻一多([12], p. 47)、刘大白([13], p. 22)等。其中，孙绿江的解读角度比

较独特，他认为《关雌》是一首描述周公部落与雎鸠联姻之诗，即通过与雎鸠部落的联谊来安定一国([14], 
pp. 1-3)。另外，将《关雎》解为婚恋歌的解诗者，多受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故常将讨论焦点放在诗中君

子、淑女的身份是属于平民还是贵族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关雎》中描写的对象是平民。如蓝菊荪说：

“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歌。”([15], p. 64)页顾永华说：“《关雎》是自由民阶层的

一首恋歌。”([16], p. 12-17)有人则认为《关雎》描写的对象是贵族青年，如柳正午认为《关雎》是“贵族

婚礼赞歌”([17], p. 77-81)。程俊英，蒋见元认为：“这是一首贵族青年的恋歌。”([18],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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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说源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卷后本古佚书》。翟相君结合诗文本身和考古出土典籍

来解读《关雎》诗旨，他认为《关雎》诗旨是以君子求淑女比喻周王求贤才([19], p. 134-139+113)。 
再看三月成妇说。有人提出，古人在进行完《仪礼·士昏礼》所言的六个婚仪环节后，夫妻关系还

没有正式成立，还需再等三个月后的妇祭礼完成。于是，有人将《关雎》视为成妇祭礼上所颂之歌。持

三月成妇说的学者有黄维迎等([20], p. 77-79)。 
关于主旨的解读还有很多，如思妇诗、思春诗、房中乐。比如，潭卫宁认为《关雎》是一周思妇诗

([21], p. 77-79)。蒋艺在《女子‘春愁’也风流——〈关雎〉读诗之旨的现代解读》中说：“是‘少女思

春’，它宣泄了少女内心甜蜜的期盼，以及这种期盼的遥遥无期所引发的美妙幽怨。”([22], p. 159-161+204)
还有学者从音乐视角来解读《关雎》诗旨，如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关雎》是“房中之歌，是唱君子与

淑女相亲相好的宴乐之歌”([23], p. 2)。以上对《关雎》诗旨的解释基于所谓现代人文精神的觉醒，富有

趣味性、创新性，实则完全脱离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文教背景。 
总之，近代以来，人们在解读《关雎》主旨时多采取阶级分析、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新解

频出。他们的诗旨解读解构了《诗经》的经学性，满足了五四运动以来破旧立新的社会需求。不同的学

者对这种解构现象持不同态度。有人认为五四以来的诗学研究是比较积极的，如张艳丽等[24]。但也有人

对这种解构现象表达担忧，因为如此这般诗旨解读，将诗之为诗的内涵简化了，完全忽略了孔子删诗的

历史背景，这可能导致中华文明的根基——古典文教的断裂的后果。 

5. 新世纪上博简《诗论》对《关雎》主旨的经学化确认 

新世纪以来，人们不再亦步亦趋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解读《关雎》诗旨，而开始回归经学视角。如

顾明佳认为《关雎》隐含着周王朝的“举贤”之事，全诗包含“觅贤”–“求贤”–“择贤”三个部分

([25], p. 54-57)。但是，总体而言，《诗经》的经学性还未得到足够重视。为什么呢？有人说“由于经学

在古代非常盛行，所以对《诗经》的理解多有经学的渗入，这类经典篇目也成为服务于政治伦理的工具”。

([26], p. 38-40)从他们的说法中，我们可体会到一种反传统政治的情绪。《诗》的经学性与古代政治生活、

伦理生活密切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人们反感、排斥古代政治、伦理时，自然地对《诗经》的经学

传统持疏远态度。这恐怕是解读者们不太愿意以经学视角理解《诗经》诗旨主要原因。然而，要客观、

冷静地对待这种反传统政治的情绪并非易事。 
儒家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政治的接通天道的那一面，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那一面，并非主动保持

显现。古典政治源于对“贵其不已”的天道的把握，落实为率性、正名。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中，

中国古典政治的要义被表述为“政者，正也”、“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如此这般的古典政治才是真

正的政治。然而，在现实中，人们肉眼所见却没有“真正的”政治的身影。长此以往，人们就彻底忘记

了它。它本是那么地光明，现在看不见它了。现实中的人们不能理解中国古典政治的要义，而对其扭曲

了的派生之物加以指责，并以为那就是儒家提倡和奉行的中国古典政治。于是，当《诗经》的经学传统

被看作中国古典政治的附庸时，自然也逃避不了被指责的命运。 
2001 年，由马承远整理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几乎可以断定这

批楚竹书中的《诗论》是孔子本人所作([27], p. 146-153)。如今，对《关雎》诗旨的讨论可以借助这部出

土文献的研究。幸运的是，上博简《诗论》的第 10 号简专门论及了《关雎》篇主旨，记为“《关雎》以

色喻于礼”([28], p. 139)。“以色喻于礼”的大意是说，虽然诗中君子对窈窕淑女的思慕之情很浓，但他

并没有像自然动物那样失去理智而野蛮乱来，而以友之、乐之以琴瑟、钟鼓等符合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

情感。通过对《诗论》的分析，可知《关雎》将“好色”归为“反纳于礼”，即《关雎》由“好色”而

兴，落在德与礼。从义理上看，这样解《关雎》是说得通的。另外，其他先秦儒家经典中并不少见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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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并论，如《孟子·滕文公下》有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此说，即意指男

女之情以礼相合。再比如《诗经·将仲子》记：“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

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

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同样的，这里讲男女以礼相合，情深而文明。可见，“以色喻于礼”之说暗合

先秦儒家的思想要义。 
另外，上博简《诗论》“《关雎》以色喻于礼”之说与汉代《诗经》的经学时期“喻刺康王”之说

在义理上是可以贯通的。上文我们提到，《关雎》一篇的诗旨解读可有三个层次：一是原诗作者刺康王

之时的实际历史背景；二是诗的内容本身，即对君子、淑女的正面描写；三是孔子将《关雎》发挥到六

经的思想核心——以好色喻好礼。三家诗对《关雎》解读的第三个层次，即上博简《诗论》所言“《关

雎》以色喻于礼”，两者完全契合。如果《诗论》确是孔子所作，那么说明三家诗对《关雎》的诗旨解

读是符合孔子之意的。 
上博简《诗论》将《关雎》诗旨解读为“以色喻于礼”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意味着汉代诗学传统与

孔子本人建立的诗教传统之间有传承关系的可能性很大，三家诗对《诗经》的诗旨解读是较为可信的；

上博简《诗论》“以色喻于礼”的诗旨解读有助于我们对汉代所建立《诗经》的经学传统的合法性进行

确认。上博简《诗论》“以色喻于礼”之说可能会对的经学重建、古典文教复兴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 

6. 结语 

仅从文学化、情感化方向解读《关雎》的做法，看似将《诗》更密切地关联着百姓日用，实际上却

是将它推离了人之为人的日常生活。如此，《诗》成了无关日常生活的摆设，成为可以被任意替代的无

关紧要之物。《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人为“阴阳之精”([29], p. 207)，是说万物当中，人是天地的精

华。人何以为天地之精华呢？在于人类自觉地聆听天命，顺应天命建立文明法度以区别于禽兽。这个文

明法度的建立依靠人类之精华——圣人，他们往合天地心以施文教。什么是圣人？“倮虫之精者，曰圣

人。”([29], p. 211)圣人作为人类的精华，勇敢地承担起了该有的责任。如果否定掉《关雎》诗旨的经学

化解读，相当于忽略了经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圣人之教，这可能导致中华文明的根基——古典文教传

统被截断，古典文教所指向的情深而文明的古典之路被隐匿，人类降格为禽兽。 
如今，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中可知，将《关雎》诗旨解读为“以色喻于礼”基本贴合

着孔子删《诗》的本意。对《关雎》主旨流变进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让我们窥见历代诗家对《关雎》

篇的理解和态度，更在于理清他们对整个儒家经学、乃至古典文教系统的理解和态度，进而思考作为宇

宙整体的精华——华夏“文明之花”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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